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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对空气质量和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 

——基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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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空气质量是居民健康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生态文明建设旨在改善环境质量，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

响不容忽视。利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江西、福建、贵州、云南和青海)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生态文明建

设对空气质量和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首先，基于宏观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研究发现，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

改善了示范区的空气质量；其次，基于家庭住户微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显

著提升了示范区居民的健康水平；最后，异质性分析发现，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对福建、贵州和青海居民的

健康水平改善效果显著，对江西和云南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效果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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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经济从粗放型的高速发展模式逐渐转入高质量发展模式，但前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使得我国环境问题日益

严重，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严重威胁我国居民的身心健康。环境污染具体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土壤

污染、工业废弃物污染等，其中空气污染成为危害居民健康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1]。有研究表明，2010 年中国由于空气污染所

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达 120万左右，约占由空气污染所导致世界死亡人数总和的 40%[2]。 

长期以来，环境与公众健康问题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Grossman[3]所开创的健康生产函数理论是早期研究环境对健康影

响的理论模型，后期学者将环境因素纳入健康生产函数，进一步分析了环境因素对健康折旧率的影响
[4]
。目前关于环境与健康的

研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展开：第一，从宏观层面研究环境污染与健康指标的关系(如各种疾病发病率、死亡率等)；第二，从微

观层面上分别探讨基于个人时空行为轨迹的环境(或空气)污染暴露对健康的影响；第三，从社会经济角度探讨不同社会群体，

尤其是黑人、儿童、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所承受的环境负面影响，即环境公正和健康不平等问题[5]。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居民对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和自身健康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和国家基于民族未来的考虑，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已将生

态文明建设提升为“千年大计”。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

森林覆盖率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但是，生态文明建设对环境质量和居民健康水平的具体影响还有

待进一步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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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方式，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13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2014年

正式确定了第一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其中江西、福建、贵州、云南和青海为省级建设单位。“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省级建设单位的设立将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积累宝贵的经验，同时也为本文研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对空气污染和居民

健康的影响提供了准自然实验环境。本文将借助合成控制法和双重差分方法来具体分析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对空气质量

和居民健康的影响。 

1 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分析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对空气质量和居民健康的影响，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文献主要为以下两方面：环境

政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生态文明建设对居民健康的影响。 

1.1 环境政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关于环境政策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现有文献大多集中于研究某一环境政策对某一种污染的影响。Macho-Stadler[6]在比

较了污染税、排污标准和排污许可证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后，认为污染税是污染税、排污标准和排污许可证中对环境治理效

率最高的一种制度。李永友和沈坤荣[7]实证分析了减排补贴和环保贷款制度对污染减排的影响，认为这两项政策的减排效果还不

太明显。祁玲玲等[8]发现，环境信访制度会影响企业污染排放。曾冰等[9]将环境政策工具和环境污染进行了分类，实证研究了各

类环境政策工具对各类环境污染的影响。林思宇等[10]实证研究了环境税对高污染行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税会降低高污染行

业的污染排放。沈坤荣和金刚[11]分析了“河长制”对环境的影响，发现“河长制”达到了初步的水污染治理效果，但并未显著

降低水中深度污染物。王岭等[12]实证研究了中央环保督查政策对空气政策的影响，发现中央环保督查的开展显著地改善了空气

质量。郑石明
[13]

采用系统 GMM 估计方法，全面、系统地考察中国总的环境政策对总体的环境质量的影响，发现环境政策对环境

质量的改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2 生态文明建设对居民健康的影响 

本文查阅了国内外文献，并没有发现直接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之前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研究环境质量

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现在大多数研究主要从流行病学的角度分析了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环境污染主要会导致呼吸系统

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心脏病等[14]。Chay & Greenstone[15]采用准自然实验研究方法分析了美国的经济萧条造成了总悬浮颗粒物

的减少对美国婴儿健康的影响，发现这一事件显著降低了同期美国婴儿死亡率。Maisonet 等[16]用死亡率作为居民健康水平的替

代指标，研究环境与死亡率的关系，发现环境质量对居民健康状况存在显著影响。苗艳青和陈文晶
[17]
发现 PM10和SO2这两种空气

污染都会对居民健康状况产生显著影响。陈硕和陈婷[18]实证验证了火力发电厂排放的废气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发现二氧化硫等

污染气体的排放会增加居民患呼吸道疾病和肺癌的概率。谢杨等[19]研究证明，工业生产引发的 PM2.5 污染会显著增加居民的额外

健康支出。张国兴等[20]以环境污染作为中介变量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发现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改善环境质量来促

进居民健康。孙猛和芦晓珊[21]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空气污染会加剧居民的健康不平等。 

基于以上的文献梳理发现，对于环境政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既有文献主要是研究各类具体的环境政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对于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现有文献主要分析的是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但是现有文献缺乏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政策对环境

质量和居民健康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将采用准自然实验方法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对空气污染和居

民健康水平的影响，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双重差分模型寻找控制组的方法创新。本文首先借助合成控制法

评估生态文明建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然后借助该方法为后续的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政策效果寻找控制组，从而避免了双重差分

方法在控制组选择上的随意性带来的估计误差。(2)利用双重差分政策评估方法与微观数据结合来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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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策影响微观个体提供了新的视角。(3)本文实证评估了生态文明建设对空气质量和居民健康的影响的政策效果。 

2 估计方法 

2.1 合成控制法 

本文首先借鉴 Abadie 等[22]的研究方法，采用合成控制法来估计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合成控制法

是目前较为有效的政策评估方法之一，尤其是在无法精准确定最佳控制组时，可以运用合成控制法对现有控制单位计算出最优

权重，合成一个虚拟的、变化特征与实验组最为相似的控制组，分析政策前后实验组与合成控制组之间的变化差异，避免主观

确定控制组所带来的内生性
[23]
。 

本文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江西、福建、贵州、云南和青海)空气质量的

影响，借鉴李国平和李宏伟[24]的做法，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 5个省份在数据上归并为一个经济区单位(这个经济区单位简称

“示范区”)，本文以“示范区”为处理组，以其余 26 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作为控制组按一定权重进行合成。合成过程

如下： 

假设观察到 C+1=27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指数，其中第 1个地区(“示范区”)2014 年起被设立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在制度、

建设项目、资金等方面获得了优先支持，其他 C=26 个地区(其余 26 个省份)为控制组。其中 T0表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开始前

的年份，即2014 年以前，记为 1≤T0≤T。 表示地区 i在时刻 t没有被设立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空气质量指数， 表

示地区 i在时刻 t被设立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空气质量指数。因此， 表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成效。

假设当 t≤T0时，所有地区 i 均有 ；当 T0<t≤T 时，则为 。同时，假设 Dummyit是地区 i 在时刻 t 是

否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是则为 1，否则为 0。由此，第 i 个地区在 t 时刻观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可表示为

。由于T0之后只有第 1个地区被设立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当 t>T0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

成效可用 表示， 是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空气质量指数，是可以被观测到的，这是一个“事实”数据；

但 却不能被观测到，故我们需要从其他 26个控制地区中合成一个虚拟的“示范区”当作 的“反事实”结果，具体形

式如下： 

 

式中：Zi为控制变量；δt为时间固定效应；θt为未知的参数向量；λt为一个在(1×F)维度上无法观察到的共同因素；μi

为地区固定效应；εit 是随机扰动项。为了估计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成效，就必须估计出 。所以，通过非生态文明

先行示范区的地区作为控制组来近似合成 2014年之前的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考虑一个(C×1)维权重向量 W=(w2,…,wj+1)，满足

任意的 c，wc≥0，并且 w2+…+wc+1=1。权重 w为合成控制的最优解，即： 

 

假设存在最优解向量组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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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若 是非奇异矩阵，则： 

 

Abadie 等[22]通过最小化实际值与合成值的目标规划进行求解最优解，上式已经证明当式(5)趋于 0 时，也就说明当 T0<t≤T

时，即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设立后，可以用 作为 的无偏估计，以此可以估计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成效，

。 

2.2 双重差分法(DID) 

本文在合成控制法的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法来验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模型的设定如下： 

 

式中：Y为因变量，表示居民的健康水平。虚拟变量 Treat 为 1时表示实验组(江西、福建、贵州、云南和青海)，为 0时表

示对照组(选取合成控制法中合成权重大于 0 的省份作为对照组)。Post 表示的是政策实施前后时间段的虚拟变量，由于生态文

明先行示范区设立于 2014 年，本文将2013年设为0，将 2015年设为 1。交互项 Treat×Post(did)的系数β1反映政策实施前后

实验组和对照组居民的健康水平变化差异。 

3 数据与变量 

3.1 宏观数据和变量的选取 

本文首先利用宏观层面的数据，借助合成控制法估计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使用的宏观数据均来

自《中国统计年鉴》，采用2005—2018 年 31 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相关数据。 

被解释变量为空气质量，根据胡艺等[25]空气质量的衡量方法，本文采用 api空气污染指数(air pollution index)来表示空

气质量状况，但新国标在 2012 年将 PM2.5纳入空气质量指数，为了使得 api 衡量空气质量不具有延续性，本文借鉴贺灿飞等[26]

的计算方法，重新计算 2012年以后的 api，具体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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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pi 是空气污染指数；i表示纳入空气污染指数统计的三种污染物 PM10、SO2和 NO2浓度；Ci是污染物 i的平均浓度；

和 分别代表表 1中与 Ci相邻的两个值； 和 分别代表与 和 对应的 api 值。 

表 1 api指数参考表 

api 0 50 100 150 200 300 400 500 

PM10/(μg/m3) 0 50 150 250 350 420 500 600 

SO2/(μg/m3) 0 50 150 475 800 1600 2100 2620 

NO2/(μg/m3) 0 80 120 200 280 565 750 940 

 

参考以往相关文献，本文还控制了以下变量：平均气温(temp)、相对湿度(wetty)、日照时数(sunny)、人均GDP的对数(lnGDP)、

社会零售消费总额的对数(lnconsume)、固定资产总额的对数(lninvest)、财政支出(lngov)进出口总额的对数(lnxm)；在运用

合成控制法进行合成估计时，本文还借鉴 Abadie等[27]模型设置，引入了 2007年、2009年、2011年和 2013 年 api。相关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宏观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pi 378 75.12 16.16 34 177.5 

temp 378 14.27 4.966 4.300 25.40 

wetty 378 63.85 11.65 31 83 

sunny 378 2060 535.2 598.4 3245 

lngdp 378 9.376 1.083 5.526 11.49 

lnconsume 378 17.60 1.169 13.50 19.79 

lninvest 378 18.14 1.092 14.49 20.17 

lngov 378 17.01 0.877 14.23 18.87 

lnxm 378 15.09 1.687 9.930 19.81 

 

3.2 微观数据和变量的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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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微观层面的调查数据，借助双重差分法估计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使用的微观数据

均来自于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 年和 2015 年的数据，该调查数据质量高，具有很好的全国代表性[28]。 

被解释变量为居民健康水平，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中有关居民健康水平的调查：1非常好，2好，3一般，4不好，5非

常不好。本文还添加了以下控制变量：家庭收入的对数(lnincome)、拥有自有住房(ownhouse)、农村居民(inrural)、年龄(age)、

性别(gender)、受教育年限(education)、婚姻状况(marriage)；此外为了控制地区的差异，本文还引入了省份固定效应。模型

的各个变量的定义如表 3所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4所示。 

表 3微观变量定义 

变量 符号 变量定义 

健康状况 health 根据个体主观判断的身体状况 

家庭年收入 lnincome 家庭过去一年的总收入加 1，然后取对数 

家庭是否拥有住房 ownhouse 家庭拥有自有住房，则取 1，否则取 0 

农村家庭 inrural 是农村家庭，则取 1，否则取 0 

性别 gender 个体若为男性，则取 1，否则取 0 

年龄 age 个体的年龄 

受教育年限 education 根据户主的教育水平导出的受教育年限 

婚姻状况 marriage 个体若为已婚，则取 1，否则取 0 

省份固定效应 province 控制省份效应的虚拟变量 

 

表 4微观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health 22151 2.904 1.090 1 5 

lnincome 22151 10.21 2.092 0 15.42 

ownhouse 22151 0.840 0.366 0 1 

inrural 22151 0.355 0.478 0 1 

age 22151 48.60 14.38 13 111 

gender 22151 0.765 0.424 0 1 

education 22151 9.129 4.417 0 23 

marriage 22151 0.864 0.343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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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分析 

4.1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4.1.1 政策效应评估 

本文借助省级宏观层面的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对政策实施地空气质量的影响。首先对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总体情况进行检验，然后对估计结果进行安慰剂检验。表 5 中，列出了政策实施前的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有

关控制变量的实际值与合成预测值的对比情况，可见在政策还没实施的时间段内，基于最优权重组合构建合成控制值和实际值

之间的差异非常小，这也说明合成权重组合是有效的。表 6 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对应的合成控制组权重，未列出的城市权重

为 0。 

表 5合成控制法构建指标结果对比 

变量 实际值 合成控制值 

temp 15.28681 17.08069 

wetty 66.5625 66.64789 

sunny 2036.364 2008.779 

lngdp 8.848695 8.849574 

lnconsume 17.61512 16.97423 

lninvest 17.56146 17.44426 

lngov 16.37871 16.41778 

lnxm 14.94418 15.18996 

api(2007) 67.32466 68.03684 

api(2009) 68.875 68.1115 

api(2011) 65 65.58 

api(2013) 78.125 78.438 

 

表 6合成控制城市中控制组城市的权重 

城市 权重 

天津 0.233 

安徽 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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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0.046 

广东 0.199 

海南 0.216 

西藏 0.037 

甘肃 0.144 

 

图 1 报告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和合成的“虚拟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空气质量的演变路径，图 1 中垂直的虚线表示政

策实施的年份(2014 年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设立)，从图 1中可以看出，与“虚拟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相比，在 2014年生态文

明先行示范区设立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 api明显低于“虚拟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 api，说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

立提升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空气质量。 

 

图 1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设立的政策效应 

4.1.2 安慰剂检验 

本文参考 Abadie 等[22]的研究，采用基于时间的安慰剂检验，假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设立的时间前移至 2011 年，然后重

新用合成控制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图 2。从图 2 可知，假想的 2011 年设立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对政策实施地的空气质量并

没有影响。 

4.2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 

4.2.1 政策效应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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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基于时间的安慰剂检验 

本文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估计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对政策实施地居民的健康状况的影响。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五个省份(江西、福建、贵州、云南和青海)为实验组。以往文献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政策效应估计时，

控制组的选择存在一定的随意性，这样会给估计带来一定的误差；本文为了避免双重差分方法在控制组选择上的随意性带来的

估计误差，把合成控制法得到的合成控制组中权重大于 0 的省份作为双重差分法估计的对照组。根据表 6 给出的生态文明先行

示范区对应的合成控制组的权重可得，合成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省份为天津、安徽、山东、广东、海南、西藏、甘肃，由于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中没有西藏的相关数据，所以只把天津、安徽、山东、广东、海南、甘肃作为对照组。 

为识别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是否会对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造成影响，本文参考刘瑞明和赵仁杰[29]的做法，采取逐步

回归法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 7所示。表 7的第(1)至(5)列的结果显示，did 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说明生态文

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显著提升了政策实施地居民的健康水平。 

4.2.2 稳健性检验 

首先，本文通过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设立的地区进行反事实检验，假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省份为江西、云南、福建、

海南、广东，以这 5 个省份作为实验组，其他省份作为对照组进行双重差分估计，结果如表 8 的第(1)列所示。结果显示，did

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本文前面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其次，考虑到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选址和设立并非是一个随机过程，可能存在一定的样本选择性偏差，这会使得估计结

果产生偏误。因此，本文借鉴张逸兴等[30]的稳健性检验方法，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PSM-DID)对估计结果做稳健性检

验。具体做法如下：(1)把基准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作为匹配特征变量，并通过构建 Logit 回归模型，以 Logit 模型预测值作为匹

配得分；(2)剔除未成功匹配的样本，最终得到实验组样本为 8144 个，其中 2015 年 4428 个，2013 年 3716 个，控制组样本为

13537 个，其中 2015 年 8295 个，2013 年 5242个；(3)将匹配后得到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回归。PSM-DID 的估计结果如表

8 的第(2)列所示，结果显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显著提升了居民的健康水平。PSM-DID 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说明生态文

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确实提升了居民的健康水平。 

表 7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对居民健康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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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health health health health 

did -0.7644***(0.0229) -0.1074***(0.0294) -0.1073***(0.0291) -0.1090***(0.0282) -0.1098***(0.0282) 

year 
 

-0.6458***(0.0187) -0.6440***(0.0185) -0.6270***(0.0179) -0.6285***(0.0179) 

city 
 

0.0220(0.0443) 0.0586(0.0442) 0.1815***(0.0427) 0.1615***(0.0428) 

lnincome 
 

-0.0556***(0.0036) -0.0474***(0.0035) -0.0359***(0.0034) -0.0297***(0.0034) 

ownhouse 
  

0.1032***(0.0188) -0.0037(0.0184) 0.0053(0.0186) 

inrural 
  

0.2852***(0.0155) 0.2496***(0.0154) 0.1949***(0.0165) 

age 
   

0.0175***(0.0005) 0.0157***(0.0005) 

gender 
   

-0.1115***(0.0156) -0.1005***(0.0162) 

education 
    

-0.0173
***
(0.0019) 

marriage 
    

0.0253(0.0205) 

常数项 2.9548***(0.0269) 3.8882***(0.0464) 3.5586***(0.0490) 2.7383***(0.0532) 2.8868***(0.0567) 

province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2151 22151 22151 22151 22151 

R2 0.0848 0.1475 0.1641 0.2158 0.2190 

 

表 8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OLS PSM-DID Oprobit 

health health health 

did -0.0005(0.0277) -0.1036***(0.0284) -0.1222***(0.030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province 是 是 是 

观测值 22151 21681 22151 

R2 0.2184 0.2230 0.0813 

 

最后，鉴于居民健康状况是个有序变量，本文参考郑志丹和郑研辉[31]的做法，用多元有序模型来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8

的第(3)列所示。结果仍然显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显著提升了居民的健康水平，说明本文前面的估计结果有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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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性。 

4.2.3 地区异质性分析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省份为江西、福建、贵州、云南和青海五个省份，不同省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实施效果可能不

同，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分析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对不同省份居民的健康状况的影响，通过将江西、福建、贵州、云南

和青海五个省份的子样本分别与本文的控制组样本进行合并，然后进行双重差分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9 所示，结果显示，生态

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对江西省和云南省居民的健康状况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显著改善了福建

省、贵州省和青海省居民的健康状况，而且对贵州省居民健康状况的改善效果最为明显，福建省次之。以上结果说明，生态文

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对不同地区居民的健康水平存在异质性影响，可能原因是各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和取得的效果有所差

别。 

表 9地区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福建 江西 贵州 云南 青海 

health health health health health 

did -0.1205
***
(0.0416) -0.0684(0.0527) -0.1790

***
(0.0569) -0.0425(0.0542) -0.1524

**
(0.061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province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6470 15314 15134 15408 15089 

R2 0.2032 0.2036 0.2129 0.2044 0.1948 

 

5 结论与建议 

在宏观层面，本文采用合成控制法分析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的设立改善了政策实施地的空气质量。微观层面上，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估计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对居民健康状况

的影响，并利用宏观层面的合成控制法为双重差分估计选择了合适的对照组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的设立显著提升了政策实施地居民的健康水平；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还发现，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对福建、贵州和青

海省居民的健康水平改善效果显著，对江西省和云南省居民的健康水平的影响效果不明显。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

策建议如下。 

(1)各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要总结示范区的建设经验，形成可以复制和推广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其他地区要学习生态文

明先行示范区的建设经验，不同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要因地制宜，要凭借各个地区的自身资源优势，以绿色产业带动产业升级，

从而实现生态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2)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关注其对经济发展、环境质量等宏观层面的影响，更要关注其微观层面的影响，要以居民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生态文明建设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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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文明建设也需要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每个居民的切身利益，有关部门也要积极鼓励和号召广大群众参与

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与智慧，形成浓厚的生态文明建设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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